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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食物观是进入新时代为更好地保障粮食和总体食物安全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本文旨在厘清食物系统转型过程和大食物观主要内涵和建立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的必要性。 在分析过去粮食安全、食物观念和相关政策演变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食物系统转型已

进入需要树立大食物观理念的发展阶段，践行大食物观需要从只关注基于农区耕地的食物生产

系统向以农区耕地为主和以国土其他资源以至全球资源为辅的大食物生产系统的战略转变；但
要践行这战略转变，目前在许多食物生产领域还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文提出践行大食物观，必
须深入探索与大食物观各生产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促进中国食物供给体

系的多元化，更好地保障口粮安全和加快食物消费向更加营养、健康和环保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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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保障食物安全（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和促进食物系统

转型是目前全球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一方面，全球

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在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８. ２８ 亿（占世界

人口 ９. ８％），有 ２３ 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物不安

全状况（占世界人口 ２９. ３％）①；值得关注的是，儿
童过度消瘦、发育迟缓、肥胖等营养不良状况日趋

严重②。 另一方面，水土等食物生产赖以发展的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面临与日俱增的退化压力，气
候变化加剧了这些挑战。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首次召开

食物系统峰会（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ｍｍｉｔ）③，提出要从

食物多系统向包容、变革和永续的系统转型，助力

实现零饥饿等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在食物系统转型过程中，虽然不同国家国情差

异较大且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食物系统转型的

路径和目标是基本一致的。 不同国家在食物系统

的演进过程中， 都经历从消除饥饿 （或 “吃得

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营养与健康”和“吃
得环保”的演变过程。 不同国家在某一阶段向下

一阶段转型时，无论作出人和自然和谐或不和谐的

发展行为，最终都在保护地球（例如资源永续利用

和生态安全等）的同时，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

足、营养和健康的食物的发展目标而努力。 为此，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提出，食物系统转型

要聚焦人类（滋养每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地球（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繁荣（实现包容、变革和

公平的复苏）的解决方案（ＵＮ，２０２１）。
中国在经历消除饥饿后食物系统已进入了如

何能“吃得更好”阶段并正向“吃得更营养与健康”
阶段转型。 在转型期的食物消费中，一方面，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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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食物需求日益多元化。
例如，２１ 世纪以来，人均大米和小麦消费已出现逐

渐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

等食物消费稳定增长。 中国食物消费系统的转变

趋势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延续（黄季焜等，
２０２２）。 另一方面，营养和健康的食物已受到更多

人的关注，社会也开始倡导更加环保的食物消费结

构和方式，这些关注和倡导将随着收入增长而越凸

显其重要性。 在生产方面，为满足不断增长的食物

消费总量和多样化需求，农业生产结构转变也进入

了加速阶段，蔬菜水果、畜产品与水产品等高值农

业得到快速的发展（黄季焜，２０２２）。
然而，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食物系统在

生产和消费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和与日俱增的挑

战。 一方面，为满足过去国民食物消费增长与多样

化的需求，只关注基于农区耕地的种植业与养殖

业，在人均耕地和水资源稀缺的中国，粮食和其他

食物生产的增长难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农业

产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面临长期退

化的风险（Ｌｕ 等，２０１５）；另一方面，未来随着收入

的增长，消费者对多样、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食物需

求还将不断增长，可持续发展对低碳的食物流通和

消费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未来以耕地为主的农业

将更加难以支撑以上食物系统的演变和改善。
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是人多地少的大国在食

物转型后期应对和解决以上问题和挑战的必经路

径。 实际上，学界基于食物生产与消费结构变化趋

势，从 ２０ 世纪末至今都在讨论并提出中国应该从

狭义的粮食安全向广义的食物安全转变（梅方权，
１９９５；卢 良 恕 等， １９９６； 黄 季 焜， ２０２２； 杜 鹰 等，
２０２２）。 学者也在呼吁草地、森林、水面、海洋等在

保障粮食和食物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食物系

统生产领域日益严重的问题和挑战，２０１５ 年，农村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

念”①，并把“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
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

物消费需求”写入 ２０１６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
指出在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同时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③，这一论述使现在和

未来在实践中践行大食物观理念成为可能。
然而，树立并践行“大食物观”发展理念和构

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和新

的政策支持体系。 研究表明，农村经济在转型的不

同阶段，要实现快速、包容和永续的转型都有与各

阶段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黄季焜，２０２２）。
同理，要实现从现有的粮食或食物发展观向大食物

观发展方向转型，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厘清，特别是

目前践行大食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现有的制

度、政策（特别是科技和产业发展等支持政策）和

投资能否支撑大食物观理念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如
何通过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为实施大食物观理

念保驾护航。 本文目的是厘清食物系统转型的过

程和大食物观的主要内涵，论述构建与大食物观相

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必要性。

二、粮食安全、食物观念和主要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改革前的三十年

改革前的三十年，国家为提升粮食生产做出史

无前例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走过了艰难的发展过

程，也验证了建立与当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和

政策的重要性。 如表 １ 所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从“耕者有其田”到 １９５２ 年发展互助组，再到 １９５４

年大力推进的初级社（相对于生产队）等制度创

新，适应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使粮食生产得

到较快的恢复，产量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１. １３ 亿万吨增加

到 １９５２ 年的 １. ６４ 亿吨和 １９５６ 年的 １. ９３ 亿吨，人
均粮食在 １９５６ 年首次超过 ３００ 公斤（达到 ３０７ 公

斤）。 然而，从 １９５６ 年发展高级社（或后来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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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和 １９５８ 实施人民公社等超前的农村制度，粮
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的“大跃进”
加上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生产

从 １９５８ 年的 １. ９８ 亿吨下降到 １９６１ 年的 １. ３７ 亿

吨，超前的制度安排和自然灾害带来了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１ 年的全国大饥荒（Ｌｉｎ 等，２０００）。 从 １９６２ 年

开始对农业生产组织制度进行创新安排，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新制度，且 １９６５
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和开荒造田，使粮食生产在

１９６６ 年首次超过 ２ 亿吨（２. １４ 亿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农业

发展的总方针，这一时期，粮食占农作物播种面积

比例稳定在 ８２％左右，粗粮（玉米、番薯和谷物小

杂粮等）在粮食面积中平均占比 ４４. ３％；在“以粮

为纲”政策主导下，即使到 １９７８ 年粮食产量超过了

３ 亿吨（３. ０５ 亿吨），仍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全面

发展”的目标无法实现。

表 １　 改革前后中国农业 ＧＤＰ、粮食与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和粮食产量与人均占有量

项目
改革前 改革后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

农业 ＧＤＰ 增长（％） ２. ２ ６. ９ ３. ８ ４. ２ ３. ７ ４. ３

粮食增长（％） ２. ５（２. １） ａ ５. ５ ０. ９ １. ８ １. ８ ２. １

人口增长（％） ２. ０ １. ４ １. ２ ０. ６ ０. ５ ０. ９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２０ 年

粮食产量（亿吨） １. １３ １. ９３ ３. ０５ ４. ０３ ５. ０４ ６. １２ ６. ６９

人均粮食（公斤） ２０８ ３０７ ３１７（３０７） ｂ ３６９ ４１２ ４５０ ４７４

　 　 注：ａ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 年数据；ｂ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年平均数。 年均增长率为每个时期内年增长率的均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改革之前，食物发展观的核心是摆脱饥饿，让
生产粮食的农民家庭吃饱饭是人们的梦想，贫困是

农村的普遍现象。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粮食产量和农

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 ２. ５％和

２. ２％，仅略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２. ０％） （见
表 １）。 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在经历新中国成立

初期粮食生产恢复后，人均粮食从 １９４９ 年的 ２０８
公斤提高到 １９５６ 年 ３０７ 公斤；但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 年的

年均粮食产量增长率仅为 ２. １％，几乎同人口年均

增长（２. ０％）同步，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年的平均人均粮食

占有量（３０７ 公斤）也只维持在 １９５６ 年的水平（见
表 １）。 同期，番薯（或红薯）、玉米和其他杂粮占粮

食产量平均都在 １３％左右（合计约 ４０％），这些粗

粮是广大农村居民的主食。 为实施农业支持工业

发展，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施国家统购统销制度，
以确保城市居民口粮等主要农产品的凭票稳定

供给。
（二）改革以来的四十多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快速增长，在基本保

障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结构不断改善。 过

去四十多年，我国农业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 ４. ３％
的速度增长（见表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在粮食播种

面积下降（－３. ２％）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从 ３. ０５ 亿

吨增加到 ６. ６９ 亿吨（年均增长 ２. １％），产量增长

率是同期人口增长（０. ９％）的 ２ 倍多（见表 １），人
均粮食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１７ 公斤提高到 １９９６ 年的 ４１２
公斤（首次超过 ４００ 公斤），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

人的温饱问题，之后呈现波浪式的增长，２０１２ 超过

４５０ 公斤，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４７４ 公斤（见表 １）。 在实现

口粮绝对安全基础上，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高值农

业实现了快速增长，其在农牧渔总产值的比例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１％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８６％（黄季焜等，
２０２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同步提升，同时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也得到改善。
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许多农产品的

世界最大生产国，主要农产品人均产量都超过世界

平均水平。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国（２０２０ 年占

世界人口 １８％），也是主要农产品（稻谷、小麦、蔬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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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水果、茶叶、猪肉和鸡蛋等）的最大生产国，玉
米和禽肉生产位居世界第二（ ＦＡＯ，２０２２，下同）。
在 ２０２０ 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占全球的

２８％、１８％和 ２２％，蔬菜、水果和茶叶产量在世界的

占比更分别高达 ５２％、２８％和 ４３％，猪肉、禽肉和鸡

蛋分别占世界的 ３８％、１７％和 ３５％。 长期以来，中
国一直是世界第一水产大国，养殖产量占世界的

２ ／ ３。 从人均生产量看，稻谷、小麦、玉米、蔬菜、水
果、茶叶、猪肉、禽肉和水产品等明显超过世界的平

均水平。 目前，中国除了大豆和食油等农产品需要

大量进口外，口粮完全自给，其他主要农产品基本

自给（黄季焜，２０２１）。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从“吃不饱”向“吃得饱”和“吃得好”以至

“吃得营养”演变。 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不断增

长，使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彻底结束了以粮

票、肉票、布票、棉票、油票、糖票、豆制品票等商品

购买凭证生活的模式，广大农民食物消费逐渐从粗

粮向细粮和副食品并举方向演进。 根据 ＦＡＯ 和世

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口营养不良率也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２. ９％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 ２. ５％以下，人均卡路

里摄取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８１４ 卡 ／天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

的 ３２００ 卡 ／天。 食物消费更趋多样化，高蛋白和高

能量食品的比例大幅提高。 中国实现消灭饥饿和

贫困的进程走在世界前列，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实现 ２０３０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ＳＤＧｓ）的减

贫和反饥饿等目标增强了信心。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在水土资源相当短缺的情

况下，如何做到在农业保持快速增长以满足食物需

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大幅度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开展大量研究，以往研

究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农村制度创

新、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增

长，称之为“四大驱动力”，这也是中国四十多年农

业发展改革最成功的经验（黄季焜，２０１８）。 技术

进步和市场改革又取决于制度、政策和投资，所以

这些驱动力也可归纳为制度、政策和投资创新（黄
季焜，２０２２）。

但是，过去基于农区耕地的农业保障粮食安全

和改善食物消费的生产系统已难以为继。 一方面，
中国人均可耕地资源有限， ２０２０ 年中国 （ １. ２５

亩）只达到世界平均数（２. ６５ 亩）的 ４７％和世界其

他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数（３. ０ 亩）的 ４２％。 而

且随着经济发展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难以避免，即
使未来保住 １８ 亿亩的耕地红线，“人多地少”的国

情难以改变。 通过高投入、高强度利用农区耕地的

水土资源的农业生产增长已经不可持续，许多农业

主产区的地下水在不断下降，各地的土壤肥力退化

也相当普遍，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农村的主要污

染源，农业生态环境胁迫也日益严峻。 为应对以上

问题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促进农区的耕地农业发展。 特别是近年

来大力推进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生态安

全和绿色发展战略，对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和可持

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重大战略和政策

也基本上都是以围绕农区的耕地农业而制定。
（三）从过去到未来

纵观过去 ７０ 多年我国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观

的演变过程，以及与这演变过程各阶段的主要制度

和政策变化，经历了三个历史性的转变。
第一，食物生产与消费结束了“以粮为纲”和

细粮加粗粮为主的消费方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后期完成了从“吃不饱”到“吃得好”的转变过程。
第二，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食物安全观逐渐从“吃得

饱”向“吃得好”阶段转变。 这时期粮食生产在稳

定增长的同时，粗粮在口粮中的占比显著下降；与
此同时，经济作物与养殖业快速发展，食物结构明

显改善。 第三，近十年来，在实现“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情况下，广大国民对“吃的更好”和
“更有营养”的食物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中国食物

系统已进入了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吃的更营养与健

康并向未来吃得更环保的阶段转变。
总之，我国从 ２０ 世纪的 “吃不饱” 到 “吃得

饱”，到 ２１ 世纪以来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

现在开始讲究“吃得营养与健康”，以及未来还要

关注的“吃得环保”，食物发展观在不断演变与提

升。 这也体现在各时期最常见的问候语中，从早期

的“吃过了吗？”到“吃饱了吗？” “吃了什么？”再到

后来的“你好！”吃饭的问候语多年来已成为历史

的记忆了。
因此，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和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构建多元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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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体系”，是我国食物系统转型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必然。 在现阶段，厘清大食物观的关键内涵和与

之相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尤其重要。

三、树立大食物观的主要内涵和出台相应践行政策的必要性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食物系统转型，即进入大

食物观发展阶段有其特色的内涵。 一方面，中国是

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目标是口粮 （大米和小

麦）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和总体食物供给安全

可控；但中国又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而且耕地与

水资源的空间配置不吻合，高度依赖农区的耕地农

业难以永续发展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与食物安全

（任继周，２０１３）。 另一方面，中国是幅员辽阔和开

放担当的大国，广阔的陆地和海域有条件建立多元

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为国民生产丰富的食物；中国

又有多样化的饮食文化与传统，为全国生产各类丰

富的食物以满足国民多样化、营养与健康的食物需

求提供了可能；中国也是开放担当的大国，改善国

际贸易环境和风险治理的能力将不断提升，充分发

挥（不是依赖）全球资源和市场能够在保障中国乃

至全球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地球健康等方面提

供更大的空间。 总之，与世界已进入食物系统转型

中后期的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现在不但需要树立大

食物观，而且要践行中国特色的大食物观。
首先，大食物观需要树立基于整个国土资源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农业观。 立足我国人多耕

地少且国土幅员辽阔的国情，放眼整个国土资源，
包括 １９ 多亿亩的耕地、近 ４０ 亿亩的草地、４２. ６ 亿

亩的林地、５. ４ 亿亩的湖泊和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海

洋（见表 ２）。 要从过去只关注农区耕地的常规农

业向基于整个国土资源发展的大农业转型，多途径

开发食物生产资源，建立多元化的食物生产体系，
在国内全方位夯实粮食和食物安全。

表 ２　 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项目
耕地

（亿亩）
草地

（亿亩）
林地

（亿亩）
湖泊

（亿亩）
海域

（万平方公里）

面积 １９. ２ ３９. ７ ４２. ６ ５. ４ ３００. ０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 .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２０２１

　 　 其次，大食物观也需要树立基于全国和全球资

源与市场的大比较优势观。 一方面，中国的国情是

水资源和生产可利用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匹配，
全国不同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等资源差异也较

大，树立大食物观需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比

较优势。 另一方面，也要统筹国内外资源和市场，
充分发挥（不是依赖）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

场在保障我国食物安全供给中的作用，助力中国大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食物系统转型。
再次，大食物观还需要树立基于安全、营养、健

康和环保的新消费观。 大农业观和大比较优势观

都是为实现食物系统转型最终目标（提升人类食

物安全保障和地球健康）而树立。 正如 ２０２１ 年联

合国食物系统峰会提出，食物系统转型的目标是滋

养每个地区公民健康和幸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和实现包容、变革与公平的复苏（ＵＮ，２０２１）。 为

达到以上目标，养成基于安全、营养、健康和环保的

食物消费方式不可或缺。
最后，践行大食物更必须建立与大食物观理念

相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过去研究表明，包括食物

系统转型在内的农村经济转型，在发展各阶段都应

在加强或改革阶段之前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投资的

基础上，出台与本阶段相适应的科技与其他发展领

域的新制度、新政策和新投资（见表 ３）。 例如，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之前是第一阶段，我国农业以粮

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为主，该阶段的重点是解决全

国居民的基本温饱问题，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土地

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以粮食技术为主的科技

创新。 第二阶段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在基本解

决粮食（特别是口粮）安全的情况下，随着农业生

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发展呈现多种经营和商业化

趋势，这阶段转型的新增驱动力主要是市场的改革

与基础实施建设以及蔬果、畜产品与水产品等高值

农业的技术创新。 第三阶段进入了农户在农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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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之间的分工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非农就业持

续增长，农村劳动力从兼业向农业与非农就业分工

方向发展，新增的主要驱动力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要

素投入和市场改革、社会化服务和农机等技术创

新。 第四阶段是现在和未来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

现代高效绿色的高值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农区耕地

农业的大农（或大户）小农逐渐分工并向“二八格

局”方向转变，大农（大户）主要从事粮食等大宗农

产品生产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小农主要发展高值

农业以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黄季焜，２０２２）；
该阶段新增的主要驱动力是生态绿色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现代生物技术与绿色生态技术创新、分别

支持大农和小农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基于过去

农村经济转型经验，未来食物系统转型进入大食物

观发展阶段，也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制度创

新、政策创新和投资创新。

表 ３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阶段、路径特征和主要驱动力

阶段 主要特征 主要制度、政策和投资

Ｉ 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 土地制度＋基础设施＋粮食技术

ＩＩ 农业生产多样化与商业化 加上：市场改革和设施＋高值农业技术

ＩＩＩ 农户：农业与非农逐渐分工 加上：要素投入与市场＋社会化服务＋机械技术

ＩＶ 农业向现代高效绿色的高值农业转型 加上：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现代绿色生态技术

大农（粮食等）与小农（高值农业）逐渐分工 “二八格局”＋大农小农发展各自政策支持体系

耕地农业逐渐向大农业方向转变 多元化食物供给系统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创新

　 　 资料来源：基于以往研究的整理和补充（黄季焜，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与现有政策环境的冲突

　 　 大食物观理念下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包括

农区、草地、林地、江河湖海和微生物与人造食物的

国内五大食物生产系统和国际农产品贸易供给

系统。
（一）农区食物生产系统

１. 以大田耕地为基础的农业。 过去农业发展

和政策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以农区大田耕地为基础

而开展，且已有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虽然在粮食

安全领域的研究结果有争论，但更有共识。 例如，
我国要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下，促进高效高质绿色

的高值农业发展，在这方面本文不再展开讨论，这
里只对与大食物观有关的政策讨论。 耕地农业是

“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的主要农

业，但要践行大食物观理念，目前支持耕地农业发

展的制度、政策和投资等政策支持体系还有待完

善，特别是近期“非粮化”政策在各地的实施与应

对措施和效果，证明了践行大食物观还必将面临艰

辛的工作。
耕地的作用是种植农作物，实施农村土地承包

后种植农作物受到法律保障。 例如，《农村土地承

包法》明确指出“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

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侵犯”和“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

长久不变”；同时，耕地的经营权可以转包，转包的

经营权同样受到法律保障。 １９９９ 年《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规定，基本农田可用于所有农作物生产，
但要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渔业养殖。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

有关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将基本农田上的农业结

构调整限定在种植业（主要包括粮、棉、油、麻、丝、
茶、糖、菜、烟、果、药、杂等作物生产）范围内。

然而，在实践中农民生产的经营权常常难以得

到保护，践行大食物有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大农业

发展和有效保护农民发展权的政策支持体系与发

展环境。 例如，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中央关于治理耕地

“非粮化”的通知，明确指出耕地既要保障粮食安

全，也要确保其他农产品的稳定供给①，２０２２ 年中

—７２—

　 　 黄季焜：践行大食物观和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 “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５６２０５３. ｈｔｍ



央“一号文件”也进一步明确提出，“耕地主要用于

粮食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

生产”①。 但是从实践看，许多地方落实“非粮化”
政策采用“一刀切”方式，把农民长期种植经济作

物（包括各地政府为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贫而支持

发展高效特色的高值农业）的耕地和养殖场恢复

为粮食生产；在恢复粮食生产的耕地上，由于农民

缺乏生产积极性，出现“只种不收、缺乏精耕细作”
的现象，导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都难以实

现。 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水稻区，政府通过补贴

等措施，把稻田上建立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鱼塘填

塘复耕，水稻单产较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

然，个别案例不能说明普遍情况，但近期各地出现

的这类个案还是值得深思的。
２. 农区的设施农业。 设施农业是生产力最高

的农业，并在过去 ３０ 多年得到快速发展，对农民增

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居民食物安全都起到重要

的作用。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在国家推进市

场改革和农业多种经营政策的支持下，蔬菜大棚在

山东等地快速发展。 相对于大田种植，设施农业的

每亩耕地和每滴水资源能产出更多数量和更高价

值的农产品或食物，不但大大提高了耕地集约程度

和耕地利用率，也为更多的大田种植粮食生产创造

了有利条件，并替代了部分大田生产的粮食等食物

消费，保障了粮食安全，也满足了城乡居民的多样

化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
但设施农业的用地问题一直在变化，政策的不

稳定性影响了设施农业的投资预期。 主要政策变

化过程简要总结如下。
用地宽松发展时期（２００７ 年之前）。 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后期以来，政府通过各种改革（例如，市
场改革和多种经营等）和政策支持措施（例如，菜
篮子工程建设、信贷资金等支持），促进各地设施

农业的发展。
用地从宽松转向严管时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７ 年国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明确把设施大棚

用地归至“农用地”的“耕地”类别中。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规定耕地中的水浇地包括

种植蔬菜等非工厂化的大棚用地。 随后，政府相关

部门为推进设施农业发展（农业部，２００８），将设施

农业用地具体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
按农用地管理，不计入耕地减少考核；但同时也指

出设施建设严禁占用基本农田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０）。 因为“严禁占用基本农田”的政策在实际

中往往难以实施，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国土资源部又发布

了《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

知》，特别强调“设施农业项目要尽可能利用农村

存量建设用地和非耕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用地政策多变时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１）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严格管控阶段。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原国土资源部

出台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的通知》，明确强调“设施农用地原则上

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农业农村

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

的方案》。 这些“通知”和“专项整治”对扼制设施

农业用地上的违规建设（例如非农设施、住宅和房

地产等）非常必要，但许多地方实施政策的“一刀

切”和不断加码，也使设施农业进入了停滞甚至萎

缩阶段。 （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短期的转机阶段。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由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发

布的《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开放了基本农田用于设施农业建设的占用许可，指
出“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

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 种植设施不破坏耕地

耕作层的，可以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不需补划”。
（３）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重新严控时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自

然资源部重新将设施农业用地拆分为两部分，分别

是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设施用地（例如，温
室和大棚等用地）和破坏地表耕作层的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例如，工厂化作物生产和为生产服务的

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等）。 在此分类基础

上，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颁发了《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

题的通知》，指出永久基本农田不得用于农业设施

建设，严格控制一般耕地用于新增畜禽养殖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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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设施建设。
用地进入进退两难时期（２０２２ 年以来）。 ２０２２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提出

“发展设施农业”，设施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在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和禁止“非粮化”等政策

下，设施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挑战。 例

如，近期某地出现几十亩现代化大棚种水稻的壮观

场景，经营大棚的生产者表示，“原来大棚种两季

蔬果等农作物收入高，虽然现在改为 “蔬果—水

稻”种植模式后收益低些，但在为国家粮食安全做

贡献同时，可能也会改善大棚的土壤结构”。
综上所述，不断调整的政策让设施农业充满不

确定性，大幅度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投身设施农业

建设的积极性，不利于整体推动设施农业的发展。
要践行大食物观，充分认识设施农业的重要性并形

成长期稳定的用地政策相当重要。
（二）草地食物生产系统

草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地

农业最早由任继周先生于 １９８２ 年提出，经过近 ４０
年的研究已在学术界逐渐达成了共识，即草地农业

并非是仅在草原牧区发展和农区种草，而是“统筹

草地、耕地、林地和其他土地资源，充分利用水、热、
光等自然资源，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实现‘种
养加’相结合、‘粮草畜’相结合的现代农业（南志

标，２０２２）。 草地农业的核心是实现不同生产系统、
不同区域的系统耦合（任继周，２００４）。

草地农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保障生态安全

的同时能为食物安全保障做出重要贡献。 据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草地占国土面积的 ３３％①。 草地

系统的生态功能和食物供给并非相互对立，有良好

的畜产品生产能力的草地，才能有较高的草地生态

功能供给能力；反之亦然。 同时，草地农业在农区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南志标，２０１７）。 草地农业

通过制度创新、政策支持和加大投入，可以实现生

态安全保障和食物安全保障的双重目标（黄季焜

等，２０１７）。
践行大食物观发挥草地食物供给能力还缺乏

有力的政策支持。 草地农业发展除了要加强和完

善牧区草畜平衡等生态补偿政策支持外，更需要加

大草地种业等科技投入和草地的基本建设；种业振

兴基本是围绕耕地农业的种业而振兴的，草地种业

投资微不足道；国家有“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没有

“高标准草地建设”。 农牧区跨区域耦合发展是肉

牛等养殖业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但目前还缺乏

促进这种耦合发展的体制与机制。
（三）林地食物生产系统

在我国具有食物生产能力的陆地中，面积最大

的是林地。 基于 ２０２１ 年自然资源部公布的《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②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报告》③的数据，中国

现有林业面积 ４２. ６ 亿亩，森林面积 ３３. １ 亿亩（占
林地面积的 ７８. ６％）。 在森林面积中，天然林和人

工林分别占 ６４％和 ３６％，公益林和商品林分别占

５７％和 ４３％，国有林和集体林分别占 ３９％和 ６１％。
林地能为国民提供绿色生态特色的高价值食

物，助力满足消费者丰富多样的食物需求。 林地提

供的食物有植物类、动物类、菌类和饮用水类食物

以及其他药用类食物（吕永来，２０１６）。 其中，植物

类食物包括森林果品、油料、粮食、蔬菜、饮料、调
料、药食和植物次生等食品；森林油料含油率在 １５
％以上的木本植物有 ４００ 多种，在提高我国食用油

和植物蛋白生产上有较大的潜力 （郑德胜等，
２０１９）。 森林药材植物达 ５０００ 余种，其中木本药用

植物有 ３００ 余种。 动物类食物主要有野生禽兽和

昆虫食品两大类，可供食用的昆虫食品资源有 ３００
多种，生产能力不可忽视（付红军等，２０２２）。

林地提供食物的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未
来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在保障林地生态环境下，
林地提供食物包括直接生产与采集植物、动物、菌
类和饮用水类食物，以及其他药用类食物，还可以

依托林地及其生态环境，发展以复合经营为主要特

征的生态友好型的林下经济。 依据《全国林下经

济发展指南（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为 ６ 亿

亩、总产值达 １. １ 万亿元、从业人数超过 ３４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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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预计未来林下经济面积可达到 ７ 亿亩①。
然而，林地要进一步发挥食物供给功能的作用

也面临诸多政策挑战。 首先，我国目前只关注保护

不兼顾生产的法规与政策限制了林地的食物供给

能力的发挥。 １９９８ 年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２０１６ 年全国天然林实现全面停伐。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又进一步提出，要
实行天然林保护与公益林管理并轨。 两大工程涉

及中国森林面积占中国林业用地面积的 ５８％或森

林面积 ７５％，意味着这些森林将一直失去开发利用

的潜力。 现有许多研究表明，森林资源的自然属性

并不支持全面保护和禁止有效利用，人和自然的和

谐共处关键是协调与适度发展。 其次，技术支撑力

量薄弱和生产经营标准化程度低是业界经常提到

的现实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资金不足，加
上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难以扩张，现代化的产业链

也难以形成。
（四）江河湖海食物生产系统

树立大食物观，需要统筹陆海食物资源，江河

湖海的水产品营养丰富，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

要食物资源。 首先，水产品是最健康的动物食品之

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 年）》②在倡导动物

类蛋白适量消费时，优先建议的种类是鱼类和禽

类。 其次，我国水产品蛋白质消费占比呈增长趋

势。 第三，水产品消费节省饲料粮，助力粮食安全。
根据国家发改委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数据，三大养

殖业的饲料转化率依次为：猪肉（３. ０:１）、鸡肉

（２. ６:１）、水产品（１. ５:１）。
水产业发展潜力大，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作用

大。 据 ＦＡＯ 统计数据，２０１７ 年全球生产了 １. ７２ 亿

吨鱼类产品，是全球第二大动物蛋白源。 饮食习惯

与中国相似的日本和韩国，２０１８ 年水产品蛋白摄

入占动物蛋白比例分别达到 ３５％和 ３８％，比中国

高 １０％以上。 虽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生产

国，近年来每年产量都保持在 ６５００ 万吨以上，但未

来水产品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殷伟等，２０２２）。 我国有遍布全国各地的江

河湖塘等水资源；同时，还有约 １８０００ 公里的大陆

海岸线、１５ 米深度内海域面积 １２ 万平方公里（目
前利用率不足 ２０％）和约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

土面积。 充分利用江河湖塘等资源发展水产品养

殖业和海洋农业将能显著减缓我国饲料粮（例如

大豆）的进口压力。
然而，在保护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情况下，如何

促进水产业稳定发展是现在和未来发展面临的难

题。 水产品主要来源于捕捞和养殖。 首先，在淡水

捕捞业方面，为保障生态环境，２０１９ 年《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２０２０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长江保护法》、２０２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等文件，对江河湖海的捕捞和养殖做出

了限捕、禁捕时限和区域等规定（例如，长江流域

已实行暂定为期 １０ 年的常年禁捕，类似法规近期

也在黄河流域等重点水域开始施行）。 其次，在养

殖方面，近年来国家及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系列

法规和政策，包括 ２０１９ 年的《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

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２０ 年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２０２１ 年的《关于实施水

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的通知》等

文件，这些法规和政策在保护生态安全和环境的同

时，也显著制约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第三，海洋

农业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政策。 例如，现有海洋

牧场发展和渔业捕捞方式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杨红生，２０１９）。 如何从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的

角度，探索水产业的发展和保护的均衡和协调是江

河湖海食物生产系统在大食物发展观时代发挥更

大作用的关键。
（五）微生物与人造食物生产系统

通过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利用微生物生

产食用菌和益生菌等产品已为中国和许多国家保

障食物安全和改善营养健康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这
些产品和人造蛋白等食物必将在未来中国和全球

保障食物安全中产生更大的作用。
１. 微生物食用菌。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用微生

物菌种生产食用菌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２０２１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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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食用菌和松露总产量达到 ４１１３ 万吨，占世界食

用菌产量的 ９３％（ＦＡＯ，２０２２）。 虽然未来微生物食

用菌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其发展也面临

诸多问题（例如，菌种混乱、异物同名、同物异名、
标准不规范、资源污染浪费严重、精深加工能力不

足、缺乏轻简化机械设备等问题） （张俊飚等，
２０１４）。

解决以上食用菌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完善现

有的相关法规和产业政策。 首先，食用菌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还不够完善，保护力度更是薄弱，亟需

完善《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推进菌种质量认证

制度建设，保护食用菌种质资源。 其次，缺乏食用

菌质量安全溯源系统，不利于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

和贸易。 第三，产业标准建设相对落后。 中国现有

食用菌标准《ＧＢ ７０９６—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用菌及其制品》已实施 ８ 年，相比 ２００３ 年标准增加

了即食食用菌制品致病菌限量要求，例如污染物、
农药残留、微生物、食品添加剂，但这与国际食用菌

产品极其详细的各项标准相差甚远（谌爱群等，
２０２０）。

２. 益生菌食品的发展。 益生菌已在普通食品

中得到广泛应用，市场发展快速。 益生菌指活的微

生物在足够量下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促进动物体

内肠道菌群平衡，提高免疫力（ＦＡＯ 等，２００６）。 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益生菌市场规模从 ４８６ 亿元

增长到 ８５０ 亿元。 国家法规要求益生菌食品含有

最低数量的活细胞（每克或每毫升 １０６ ～ １０９ 个菌

落）和保质期，以便能够声明其含有益生菌或使用

健康声明。
虽然国家出台了益生菌食品产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但现有标准和法规等还有待完善。 为促进和

规范其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可用于食品的菌种

名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用菌种生产卫生规

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用菌种》《益生菌类保

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试行）》等相关法规与政

策。 但我国益生菌市场参差不齐，同时缺乏良好的

市场环境。 在法规和标准层面，虽然现在已有可用

于食品和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和食品加工用乳

酸菌行业标准，也在起草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国家

标准，但是对于益生菌的法规仍处空白阶段。 科学

界定、评价和介绍益生菌种 ／株与食品的相关法规

标准和市场监管能力等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３. 微生物蛋白食物。 微生物蛋白是微生物发

酵繁殖自身或产生代谢产物，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

的未来食物。 已有研究认为，到 ２０５０ 年微生物蛋

白可替代 ２０％的反刍肉类消费量，改善草原生态环

境，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 Ｈｕｍｐｅｎöｄｅｒ 等，
２０２２）。

虽然人造的植物肉（Ｐｌａ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ｔ）、培养

肉（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Ｍｅａｔ）和发酵衍生的微生物蛋白（Ｍｉ⁃
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发展微

生物蛋白食物产业还任重道远。 首先，人造肉的技

术创新不足，离产业化应用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其

次，在技术领域，研发创新还有待加强。 虽然美国、
日本、荷兰、新加坡、以色列和中国等都在人造肉研

发方面投入较多（刘聪等，２０２１），但过去 ２０ 年全球

与人造肉相关的专利数也只有 ２００ 个（其中，中国

超过 １２０ 个），而且有市场价值的专利不多，并集中

在植物蛋白肉领域。 再次，法规与监管等领域还难

以达到共识。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 ＦＤＡ） 和美国农业部

（ＵＳＤＡ）才正式就实验室制造的肉产品商业化制

定了规则框架。 欧盟对人造肉的上市有严格的要

求（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等，２０１８）。 全球也只有新加坡食品局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批准了人造肉商业销售的许可，这
被广泛认为是行业的里程碑。 最后，消费者的接受

度也是影响未来人造肉产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等，２０２０；Ｂｒｙａｎｔ 等，２０１８）。
（六）国际农产品贸易供给调剂系统

中国是开放的大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并成为中国食物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国

际农产品市场已逐渐整合，已经成为全球农产品市

场的第二大贸易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已经不可

分割。 例如，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已达 １６５８ 亿

美元，与农产品最大进口国美国的进口量（１６９６ 亿

美元）相当；同年，农产品出口也达到 ７４５ 亿美元，
排在全球第五位 （在美国、荷兰、巴西和德国之

后）（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２）。 虽然中国现在

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第二大的食油、食糖与

奶制品的进口国，但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蔬菜、茶
叶和水产品等农产品出口国。 国际农产品贸易不

但在中国粮食等食物供给体系中是不可分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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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调解国内主要农

产品供需短缺和余剩、满足国民小康的食物消费需

求和促进国内水土可持续利用等方面都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当然，国际市场的贸易风险不可忽视，但保障

国家食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发挥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 近年来出现的“逆
全球化”（或集团式的全球化）和全球新冠疫情以

及近期的俄乌战争，使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大，但
都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 全球化过程出现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偶然的，更是短暂的。 在 ２０
世纪的百年间，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年发生了一次全球粮

食危机，这次的危机是由中东战争导致的全球石油

危机和世界多地罕见同时发生自然灾害的叠加效

应而产生；２１ 世纪初以来也发生一次全球粮食危

机（２００８ 年），这次危机是能源价格上涨和生物质

液体燃料发展的叠加效应而产生。 但两次全球性

的粮食危机都因粮价上涨促进下季的粮食生产增

长而在一年左右结束。 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
和全球新冠疫情以及近期的俄乌战争，使国际贸易

不确定性增大，但全球农产品贸易规模仍在不断扩

大。 当然，由于贸易风险和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
我国需要积极应对（而不是关闭）并构建底线思

维，在危机来临时有应急方案。 威胁中国粮食安全

的最主要农产品是大豆、最主要的根基是水土资源

短缺与可持续利用；因此，需要实施大豆等主要农

产品进口的多元化（多品种、多国家等）和培育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大粮商，助力我国食物供给安全和

永续发展。

五、主要结论和未来展望

　 　 过去七十多年，中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满

足国民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改革前为摆脱饥饿和加快工业化进展，不断的制度

变革与试错以及开荒造田和改进传统技术，使粮食

生产迈上了 ３ 亿吨台阶，但人均粮食从 １９５２ 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改革前夕并未发生变化（见表

１），贫困是农村的普遍现象，这唤起了 １９７８ 年中国

农村改革的决心。 改革四十多年来的政策创新

（包括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和技术创新（特别

是科技领域的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不但解

决了我国数千年以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还

显著改善了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食物安全观

已从要“吃得饱”转向了要“吃得好”和“吃得更营

养与健康”的方向演变。
然而，现有的耕地农业生产系统和食物消费系

统也面临与日俱增的挑战。 一方面，过去保障粮食

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往往是以牺牲农区水土资源和

生态环境为代价，未来农区耕地系统的食物生产力

如何能保持不退化（或提高），必须找到根本的解

决方案。 另一方面，未来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消
费者对丰富、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食品需求还将不

断增长，以农区耕地资源为核心的种植业与养殖业

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食物系统转型不但是中国也是全球关注的最

重要发展议题，追求的是为人类提供更充足、营养、
健康的食物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重目标。
在食物系统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

要经历从消除饥饿到“吃得好”，再到“吃得更加营

养健康”和“吃得更加环保”的演变过程。 对还处

于消除饥饿和贫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得不

做出各种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努力来保障其食物

安全。 在中高收入国家，如果农业生产资源富裕

（例如人均耕地较多），实现食物系统转型的双重

目标相对容易。 如果人均耕地少、人口密度高且国

土面积小的国家，他们只能（例如新加坡）或较大

程度上（例如日本和韩国等）依靠国际贸易来实现

食物系统转型的双重目标；但对于人均耕地少的人

口大国（例如中国和印度），依靠农区耕地的农业

实现食物系统转型的双重目标将极其艰巨。
虽然中国是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但中国又是

幅员辽阔、食物消费多样化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

需要也有条件和能力实现食物系统转型的双重目

标。 首先，幅员辽阔的中国不但有农区的耕地，还
拥有食物生产能力的、面积更大的草地和林地以及

遍及全国的江河湖海（见表 ２）。 其次，中国各地有

多样性的饮食文化，山珍海味等来自耕地农业以外

的许多食物能满足国民食物多样化和营养健康的

需求。 第三，中国更是开放和担当的负责任大国。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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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和食物供给基本安

全与可控（国内生产为主＋国际贸易为辅）对全球

食物安全保障和促进地球健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

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是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坚决促进国和积极践行国，能够在为国民提

供更充足、营养、健康的食物的同时，促进食物系统

的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中国国情下，食物安全保障从狭义的粮食安

全观向广义的大食物观转型，既是我国食物系统转

型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和需要，也是实现食物系

统转型双重目标的有效途径。 树立这种广义的大

食物观，在食物生产上需要树立基于国土资源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农业观；在区域空间上需要树

立基于全国和全球资源与市场的大比较优势观；在
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包括五大食物生产系统和国际

贸易供需余缺调剂供给系统的多元化供给体系。
在食物消费上，需要树立基于安全、营养、健康和环

保的新消费观。 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践行大食

物观，更必须建立与大食物观理念相适应的政策支

持体系，特别是与五大食物生产系统及贸易调剂供

给系统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体系。
然而，本文对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的各系统

的现状、潜力和政策的分析表明，我国目前以农区

耕地为主的政策支持体系难以践行大食物观发展

理念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过去的研究表

明，包括食物系统转型在内的农村经济转型，在转

型的各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

等改革与创新。 但是，过去在农业和食物供给系统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农区耕地生产系统而

制定的，这些政策体系不但难以支撑未来大食物发

展观下的农区食物生产系统的发展，而且也不适合

草地、林地、江河湖海和微生物与人造食物等食物

生产系统的转型和发展；虽然我国不能过多依赖国

际市场来保障中国粮食以至整个食物的安全，但可

以充分利用（而不是拒绝）两个资源和两个市场

“为我服务”。 因此，中国食物系统转型在进入大

食物观发展新阶段，必须建立与多元化食物供给系

统的每个系统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体

系，特别是各生产系统科技领域的制度、政策和投

资的创新。 如何建立以上创新体系，是现在和未来

学术界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战略和政策研究问题。
虽然适合大食物观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制

定需要以科学和实证等为依据，但现有科学认知和

实践经验在很大程度能够支持以下发展思路。 首

先，食物系统转型是个过程，未来向基于大食物观

的食物系统转型，必须有序稳妥地推进，需要制定

科学的发展路线图。 其次，在为人类提供更加充

足、营养和健康的食物同时，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原则，生态永续的绿色发展是前提条件，
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是关键。 第三，五大食物生产系

统差异大，必须建立适合各系统发展规律的路线图

和战略重点，农区耕地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

牧，并积极发展设施农业；牧区易草则草、草畜平

衡、农牧耦合，并积极发展人工种草；陆地水面宜渔

则渔、养捕永续，近海宜养则养、生态永续，并积极

发展远洋渔业；林区宜林则林、林经结合、生态永

续；同时积极开发丰富多样的微生物与人造食物。
第四，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必
须走创新之路，特别是科技创新和政策创新（包括

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 生物技术、数字技术、
装备技术和绿色生态技术的创新无疑将决定践行

大食物观的食物系统转型的发展进程，而制度、政
策和投资等领域的创新将助力这一发展进程并为

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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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ＧＦＡ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ＦＡ ｎｅｅｄ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ｓ ｍａ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ＧＦ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ａｃｉｌｉ⁃
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ｏ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ｎｓｕ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ｇｒ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ｄｉ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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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季焜：践行大食物观和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